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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
家庭经营及其精神动力

———以浙江省Ｈ市潮镇块状产业集群为例

付　　伟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绩。县域内的块状产业集群

作为我国工业化的重要形态，丰富了我国现代化道路的具体内涵。家庭经营作为块

状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本土社会现象。在工业生产

中，家庭始终是一个独立、理性的经营决策单位，将积累的财富持续投入产业发展

中。家庭工业在生产过程中呈现的 “拿命在拼”的精神状态，是我国工业化能够在

基础薄弱的农村迅速发展、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国奇迹的重要精神因

素。中国式的代际关系和家庭伦理是家庭经营的内在精神动力，也是理解中国现代

化道路和生发本土知识体系的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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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出了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通过中国特色的
工业化，我国正迅速从传统小农经济向城镇化、工业化方向转型。与西方国家不同，

我国的工业化有一股显著的源于基层社会的 “自下而上”的动力，这股 “内发型”

动力①是我国经济保持活力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国经济能够保持韧性、应对风险的
基础。乡镇企业是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业化的主力军，其发展正是得益于承包制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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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后小康社会’重大
问题研究”（２０１９ＺＤＧＨ００４）阶段性成果。
参见陆学艺：《内发的村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８—９页；费孝
通：《九访江村》， 《费孝通全集》第１１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３０６—３２７页。



放了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家庭的强大活力。① 虽然目前 “乡镇企业”已成为历史名词，

但它所依赖的 “自下而上”的推动力却延续至今。“乡镇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
概念，苏南模式以村办、镇办的集体企业为主，但浙江以及福建晋江等地一直以家
庭经营、小微企业为主要经营主体，在此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许多 “一村一品”“一
镇一品”的县域块状产业集群，② 成为我国工业化体系的重要形态。

当然，中国 “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和县域内的块状产业集群的发展是多种因素
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比较优势理论来看，这种工业化是改革开放以后充分利用农村
过剩劳动力的结果。③ 从政府行为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初期的财政包干体制是乡镇
企业兴起的重要背景，地方政府为了扩大预算内和预算外的财政收入来源，纷纷大
办乡镇企业。④ 但上述观点忽视了乡村工业化的内生性动力和社会文化基础，尤其
应该注意到乡村工业发展的原动力来自农村社区内部，⑤ 在这个过程中，“一种社会
文化主体性激活了中国农村内在的发展积极性、动能和能力”，而家庭则是社会文化
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⑥ 家庭经营的韧性深刻体现了中国乃至东亚社会转型的独
特路径，⑦ 与之相对应的是，欧洲的工业化呈现出逐步脱离家庭生产的过程，⑧ 在
此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也呈现出一个 “离家出走”的过程。⑨

诸多研究表明，乡村社会之所以能够孕育这种 “自下而上”的工业化，与我国农
村的社会结构有关，我国很早就形成了以家户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瑏瑠 家户制赋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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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飞舟等：《从工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社
会学考察》，《社会发展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参见史晋川：《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浙江模式”研究》，《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

５期；金祥荣、朱希伟： 《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一个历史与理论视角的考
察》，《经济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８期。
参见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
第１７４页。
参见周飞舟：《以利为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第３３—４９页；Ｊｅａｎ　Ｃ．Ｏ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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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折晓叶、陈婴婴：《超级村庄的基本特征及 “中间”形态》，《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７年
第６期。
参见王春光：《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社会文化主体性———以４０年农村发展和减贫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参见杉原薰：《东亚经济发展之路———一个长期视角》，乔万尼·阿里吉等主编：《东亚的
复兴：以５００年、１５０年和５０年为视角》，马援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参见赖因哈德·西德尔：《家庭的社会演变》，王志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
参见肖瑛：《“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１１期。
参见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８期。



庭经营极强的活力与韧性，家庭成为我国几千年来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① 家庭
经营的主体地位不仅表现在农业经营及其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② 在适当条件
下，家庭也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行动主体。③ 家庭参与工业化的形式多样，
中西部地区的家庭多以 “家庭代际分工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通过外出务工的形
式参与东部沿海工业化。④ 与此同时，家庭也是我国许多地区城乡一体化的县域产业
体系的重要经营主体。⑤在这个意义上，家庭是全面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维度。
虽有学者看到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我国家庭经营都表现出很强的韧性，⑥ 但这种

韧性不能简单地被归纳为 “农民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哲理”。⑦ 中国家庭之所以爆发
出极强的活力和韧性恰恰是因为中国家庭有某种超越性的价值追求，这是中国人
“努力劳动、脱贫致富的价值动力，相当于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价值”。⑧ 由此，需
要进一步从家庭伦理的角度讨论中国人经济活动背后的行动意义，深入挖掘中国现
代化道路的历史渊源和价值基础。“伦”指的是中国社会的关系形式，“理”则是指
具体关系背后的理念和精神，这些理念和精神扎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⑨ 其中，

家庭关系是中国人核心的关系，家庭伦理是中国人伦的起点，瑏瑠 也是理解中国文明
的总体性机制。瑏瑡 这就需要引入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瑏瑢 并将家庭伦理与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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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军亚：《韧性小农：历史延续与现代转换———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
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
参见陈锡文：《把握农村经济结构、农业经营形式和农村社会形态变迁的脉搏》，《开放
时代》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参见王春光：《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社会文化主体性———以４０年农村发展和减贫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参见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

１２期。
参见付伟：《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产业与家庭经营———以Ｓ市域调研为例》，《社会发展
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参见陈军亚：《韧性小农：历史延续与现代转换———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
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
徐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
分析进路的提出》，《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王春光：《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社会文化主体性———以４０年农村发展和减贫为例》，《中
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参见周飞舟： 《行动伦理与 “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５页。
参见肖瑛：《家与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以 〈中国的宗教〉为例》，《社会学评论》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冯友兰：《贞元六书》，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２８６页。
参见周飞舟：《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以政府行为研究为例》，《江海学刊》２０１６
年第１期。



统文化接续，深挖行动背后的道德基础，从而透过 “家”来探索中国文明的总体性
格、变迁及具体实践形态。①

本文以浙江省 Ｈ市潮镇家纺块状产业集群为例，② 通过研究其家庭工业历史演
变和实践过程，来把握我国 “自下而上”工业化的独特精神气质和背后的伦理意涵。

这一案例是在中国语境下讨论家庭经营及其精神动力的重要切口：一方面潮镇作为
“自下而上”的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案例，代表了浙江、福建、河北等地县域块状产
业集群的典型形态。潮镇虽是 “一镇一品”“自下而上”的工业化，但它却很快成为
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这一
块状产业集群也是家庭经营发挥作用的典型案例，这个产业集群离不开家家户户的广
泛参与。在产业集群的演化、升级过程中，家庭经营始终是产业链的重要一环。

二、家庭经营的韧性与乡村工业化

（一）家庭经营的韧性和演化

在我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家庭经营呈现出很强的韧性，是理解我国从小农经
济向城镇化、工业化转型的重要机制。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中国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
“传统小农形态”。③ 明清以来，我国乡村社会进一步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个
复杂多元的产业体系，包括了农、工、商、运输、服务等部门，成为吸纳农村过剩劳
动力的重要途径。④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

而是一种建立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的 “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⑤ 费孝通所谓的 “乡土
重建”也是要工业生产适应乡村传统社会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通过包产到户赋予了农村家庭极大的自主权，极大提高了
农业经营效率，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⑥ 也促发了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以及乡镇
企业的 “异军突起”。正如邓小平所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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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
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①

乡镇企业有着极为复杂的形式，家庭经营是其重要内涵，在家庭工业和专业市
场的基础上，发展了 “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② 费孝通晚年进一步看到了
家庭经营在从小农经济向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 “从农业到现代工
业还有一个中间形态”。他把以农户为单位发展农林牧副渔形成的农村工副业称为
“庭院经济”，③ “庭院经济”依托 “公司＋农户”等组织形式，形成了城乡融合的乡
村产业形态。他看到我国农村发展非农工副业是实现 “志在富民”的关键，而富民
工程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激活家庭这个细胞，“我们是站在什么地方？脚下是乡土性
的小农经济。我们摸的石头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家庭”。④

近年来，我国许多县域在承接乡村工业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县域块状产业集
群，许多县域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为面向全球化生产的县域产业体系。县域内的块
状产业集群大多是一个由数量众多的经营主体组成的 “产业生态系统”，家庭经营在
这个产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家庭经营是浙江块状产业集群的重要参与力量，２００５年浙江省拥有家庭工业

６４．２８万家，从业人员３７３．３万人，浙江省从事家庭工业的人员占全省就业人数的

１／８，占工业就业人数的１／４。⑤２００７年浙江省以农村工业为主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和
个体工业户达８１．８万家，吸纳就业人员６８８．５３万人，实现工业总产值１１１７５．０亿元，

单位数、从业人员数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占全部工业的９４％、４７％、２４％。⑥ 从全国的
总体情况来看，根据 《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年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３年我国乡镇企业中个
体工商户达到了２５０５万户，可见在我国农村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家庭经营的工副业。

家庭除了直接以家庭经营的形式参与工业生产，家庭观念也对经济合作有深远
影响。温州在家庭或说家族血缘关系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合伙经营，费孝通将其称为
富有 “东方色彩的经济结义”的合作形态。⑦ 苏南模式虽然以集体经营为主，但也
受到了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在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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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费孝通全集》第１５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２４页。
费孝通：《豫中行》，《费孝通全集》第１５卷，第５５—７１页。
参见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促进家庭工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政策瞭望》２００７
年第２期。
参见王会龙：《浙江省农村家庭工业发展的困境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中外企业家》

２０１１年第１６期。
参见费孝通：《家底实　创新业》，《费孝通全集》第１５卷，第３５—５３页。



有制的发展”，进一步，“一大二公，何尝不是大家庭甚至推而广之的一个家庭的指
导思想，家长做出统一指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岂不是一个家庭或者家族的根
本组织原则吗？”①

由此我们看到，家庭经营的韧性让中国现代化道路呈现为一个各种制度路径依
赖的因素和本土 （或传统）资源的微妙转换的过程，所谓具有理论意义的 “中国经
验”恰恰由此孕生。②

（二）家庭工业何以可能

韦伯详细论述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形成过程，在其笔下，作为 “发料加工制
度”一环的家庭工业只是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在资本主义工业生
产兴起以后，家庭工业便迅速消失。③ 韦伯认为工业与家庭的分离意味着理性计算
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作坊的业主变成工人的雇主，变成为市场而生产的企业家；

劳动契约替代了不自由的劳动，这样使以技术效率为基础的合理的劳动分工成了可
能，从而实现了 “有纪律的劳动”和对产品划一和产量进行控制。④ 与此同时，中
国没有资本主义经营的法律形式和社会学基础，⑤ 虽然有以家族共同体为基础的继承
人所组成的营利集团，但家族的这种营利共同体与理性的经济经营共同体发展不同，

无法实现 “基于技术效率的计算”。⑥

韦伯强调 “生活的合理化和合理的经济道德”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必要的辅助因
素，⑦ 天命观念的发展给了企业主和工人一个完全问心无愧的感觉，这是企业家和
工人进行劳动的重要精神动力。而在受制于传统主义影响的地区，“想要给一个西里
西亚的农业工人加倍的工资诱使他在他承包割草工作的那段地上多卖点力气，那是
徒然的。他只会做原来工作的一半，因为靠着一半他就能拿到原来的全部工资，这
种不能和不愿改变习惯的普遍情况，正是维持传统的动力。”⑧ 家庭工业因此难以成
为韦伯意义上 “合理的劳动组织”，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想要所属的工人尽力工

·１５１·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家庭经营及其精神动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费孝通：《四年思路回顾》， 《费孝通全集》第１３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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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克斯·韦伯：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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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并如期缴交合乎规定的品质和数量的产品，其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①

２０世纪亚洲 “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和东亚地区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引发学界对
韦伯命题的反思，并进一步讨论独特的社会结构及儒家文化观念对工业化的影响。②

杉原薰认为东亚社会在应用西方技术的同时，还通过发展 “劳动吸纳型产业”充分
利用劳动力，走了一条 “勤劳革命”的工业化道路。③ 家庭的超强度、超长时间的
劳动投入成为东亚工业的重要特征。

无疑很多地区的农户都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劳动强度，但支撑高强度劳动的价值基
础却不尽相同。斯科特认为农户的高强度劳动是基于免于饿死的 “生存逻辑”，④ 农民
家庭的经济活动量和劳动的自我开发程度极大地取决于劳动者承受的来自家庭消费

需求的压力。⑤ 黄宗智看到了华北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但是他认为这一时期的家庭
手工业是 “过密化”家庭生产的组成部分。⑥ 在这种理论视野下，小农行动逻辑在很
大程度上是非资本主义的行动逻辑，决策的原则是不冒风险、尽量缩小最大损失，而
非为了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式经营。⑦ 因而很容易陷入所谓的 “高水平陷阱”。⑧

那么，家庭经营的勤劳是否一定就是 “过密化”的 “自我剥削”？费孝通认为以
家庭工业为主要内涵的乡土工业并不一定是 “落后的，是手工的，是封建的，是小
商品生产的”，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实现机器时代的工业分散到乡村乃至农户的可
能。⑨ 费孝通的设想并非不切实际，周飞舟发现由于包买制的引入，民国时期华北
平原诸如高阳等地区的农村织布业已经出现了 “荒田织布”的现象，实现了 “斯密
式”增长，瑏瑠 甚至形成了以家庭工业为基础的专业生产区域。瑏瑡 生存压力说虽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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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５２—１６９页；
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２卷，武汉：武汉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５４—５６６页；余英
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９１—３５７页。
参见杉原薰：《东亚经济发展之路———一个长期视角》，乔万尼·阿里吉等主编：《东亚
的复兴：以５００年、１５０年和５０年为视角》，第９６—１５２页。
詹姆斯·Ｃ．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６页。
参见Ａ．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

４９页。
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１９９—２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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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飞舟：《制度变迁和农村工业化———包买制在清末民初手工业发展中的历史角
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８页。
参见吴知：《乡村织布业的一个研究》，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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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农户的勤劳，但无法解释包买制下的家庭工业为何会出现 “斯密式”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爆发出巨大活力，这股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力量是中国
迅速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如何解释这股力量？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
始研究乡村工业时，费孝通就看到社队企业背后有着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晚年，

他更加认识到家庭观念是理解中国的重要维度，中国人以祖宗和子孙的世代相传、

香火不断的人生观为信仰代替了宗教。①中国人 “创立家业”的传统意识对于资本积
累非常重要，由此，费孝通提出调动传统的意识让广大人民抛弃享受的欲望，勤俭
节约以获得工业生产的资本。② 在一定程度上，家庭经营是费孝通理解中国城乡社
会转型的重要入手点，在此基础上，他看到了 “我们这个小农经济延续几千年的国

家城乡一体现代工业化的前景”。③

三、浙江块状产业集群中的家庭经营

浙江省 Ｈ市潮镇是典型的通过乡村工业化实现就地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地
区。潮镇是全国乃至全球最重要的家纺装饰布生产集群，主要生产窗帘布、沙发布
和其他室内装饰布，目前已构筑起了以织造为主，后道整理相配套的家纺装饰布生
产协作体系，２０１９年据时任镇党委副书记估计，许镇家纺产业总产值已超３００亿
元。潮镇的家纺产业从家庭工业起步，并在家庭工业的基础上经历了复杂演化，从
而形成了当前的产业形态。

（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家庭工业的兴起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潮镇在社队企业的基础上，首先兴起了一批镇办、村办的集体
工业。１９８２年底，潮镇包产到户以后，家庭工业也迅速兴起。家庭工业是在农村一
无资本、二无技术，也无机器设备的基础之上兴起的。最早，为了充分利用农户住
房，家庭工业从业者 “几乎跟机器睡在一起”。

１９８４年，Ｈ市提出 “四个轮子一起转”，允许和鼓励个体、联户家庭工业发展，

潮镇的家庭工业便迅速超过并取代了集体工业。１９８６年，潮镇、沈镇、巷乡三个乡镇
（这三个乡镇后来合并为目前的潮镇）共有各种型号的被面织机３５０９台，其中乡镇办
纺织厂的织机占１３．７９％，村办占２０．４８％，联户、个体家庭工厂占６５．７５％。１９８８年

１—６月，潮镇工业总产值１０１８７万元，镇办、村办和家庭工业的比重分别为２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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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７２．１６％；利润总额８２２．５万元，其中镇村两级仅５５．４万元，家庭工业７６７．１
万元；上缴国家税金２５９．２万元，其中家庭工业占７５．８％。①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

集体办的纺织厂纷纷转制，家庭工业彻底取代了集体工业。

（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挑战与变革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潮镇家庭织布业遇到巨大挑战，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家庭
工业的产品类型和生产模式都发生转变。产品类型从丝绸被面转向窗帘布，随后扩
展到沙发布、墙布等其他室内装饰布；生产模式从自产自销的家庭工业变成了 “包
买制”下的家庭代工。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家庭工业的主要产品是丝绸被面，当时主要采取自产自销的
模式，许多人在３２０国道旁边摆摊位卖丝绸被面。随着潮镇成为远近闻名的丝绸被
面织造、销售中心，许多外地客户被吸引到此收购产品。潮镇便在此基础上兴建了
被面市场，形成了典型的专业市场与专业化小生产相配合的浙江模式。②

专业市场兴起以后，家庭工业逐步分化出一个商人群体，被当地人称为 “做布
老板”，他们在本地市场或其他城市开设门店，在优先卖自家产品的同时，也会代卖
亲戚朋友家的产品，发挥着包买商作用。③ “做布老板”成为潮镇家庭织机户的销售
渠道，通过老板与织机户的联动，市场行情也可以及时反馈给家庭工厂。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被套慢慢流行并有逐步取代丝绸被面的趋势，潮镇的家庭纺织
业面临着被淘汰的危机，但此时又出现了新的机遇。１９９２年广东有客户需要生产窗帘
布，这种窗帘布很厚、纱线很粗，一般的纺织机器很难生产。潮镇因为生产提花被面而
大量使用提花机，这种机器稍加改动即可转为生产提花面料窗帘布。潮镇又陆续获得了
来自东南亚、中国台湾地区及韩国的窗帘布订单，并随后打开了欧美、中东等市场。

在产品变革的同时，产业的生产组织模式也发生变化。早期 “做布老板”开店
是为了推销自家或亲戚、朋友的产品。慢慢的，这些商人开始开发样品，制定产品
规格和质量要求，组织家庭工厂为其代工生产。从丝绸被面向装饰布转型的过程加
速了从 “自产自销”向 “外发加工”模式的转变，因为窗帘并非终端产品，家庭工
厂失去了直接面对市场的能力。

（三）２００８年至今：全球生产链条中的家庭工业

２０００年左右，外贸订单已占潮镇总产值的一半左右，潮镇的家庭工业变成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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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订单生产的加工车间。

２００８年以后，潮镇迎来了家庭工业的黄金时期。据统计，２０１１年潮镇农村住户
数共计２３８９６户，其中有家纺企业和家庭工业户９２７３户，占总农村住户数的

３８．８％。拥有各类剑杆提花机、剑杆平板机、普通丝织机总数２２４１１台，平均每户
家庭工业拥有织机３．７５台；纤经机户数９４３户，各类纤经机１７８０台。尤其在潮镇
北部的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家庭织布业。①

虽然潮镇已经是全球时尚产业生产链的一环，但家庭经营依然是产业链的重要
组成部分。当然也有许多 “做布老板”和织机户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经营形态，他们
在工业园区购买了土地，建设了厂房，２０１９年潮镇的规模以上企业已经达到２８９家。

但这个产业升级的过程并非以消灭家庭工业为代价，相反，大企业不但是在家庭工
业的基础上发育起来的，也继续与家庭工业保持紧密的 “共生关系”。大企业其实是
一个 “包买商”：企业从外面接单，然后将订单外发给家庭织机户代加工。虽然有一
部分大企业也会购买机器，但其订单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机器完成，依然会把相当
部分的订单外发给家庭工业。

家庭工业的韧性与产业的特殊性有一定关系，企业之所以依赖家庭工业主要有
以下三方面原因。首先，从生产质量控制来看，“自己厂里的工人，无论是数码自动
化织布机还是普通剑杆机，其实都无法与家庭作坊的产能和质量媲美”；其次，家庭
织布可以为企业节约因为购买机器、建造厂房而产生的成本；最后，家庭织布一般
工资年结，能够为企业节约一大笔流动资金。②

我们看到潮镇在家庭工业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产业合作网络、一个典型的块状产
业集群。在这个产业集群中，家庭既是产业发展的起点，又是产业体系不断分化、

升级的基础。

四、家庭经营过程与劳动状态

（一）家庭工业的生产组织过程

潮镇家庭工业的生产过程既是经济活动又是与日常生活高度混融的社会过程。

家庭织机户的典型生产模式可以用当地老百姓的一句话总结，“１００平方米可以放四
台传统剑杆织机，夫妻两人劳动一年可以获得比在工厂打工稍高的收入”。这句话
的具体意涵是，农民家的老房子大概占地１００平方米，可以放４台剑杆机；夫妻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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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投入家庭工业的生产中赚取加工费。笔者将织机户的生产特点分析如下。

第一，大部分家庭工厂都利用自有住宅作为厂房，只有极少数人租赁土地。

２０１１年，潮镇家庭工业利用自有生产土地的占９２．１６％，而租赁 （包括自有加租赁）

只占５．２３％。① 第二，家庭自己购置机器。据２０１１年的调查统计，潮镇家庭织机户
平均占有剑杆机３．７５台。② 第三，为 “做布老板”代工生产。家庭工厂从 “做布老
板”手中接单，“做布老板”根据不同产品支付不同标准的加工费。家庭织机户组织
生产，负担电费、机器维修等费用。第四，以家庭自有劳动力为基础生产，通过夫
妻二人的性别分工保证机器的二十四小时运转。当然，家庭中的老人也参与了家庭
工业，但是老人眼花，只能承担一些辅助性工作。也有少数机器较多的家庭工业会
雇一个工人与自家劳动力一起劳动。第五，每台剑杆机一般情况下一年可以获得５
万元加工费，扣除电费、机器维修费用后，每台机器的纯收益大概在４万元左右。

按照每户四台织布机计算，家庭年收入大概１６万元，即 “获得比在工厂打工稍高的
收入”。第六，家庭工业 “生活生产不分离”。虽然大部分家庭只有１６万元左右的收
入，但家庭工业兼顾了生产和生活，织机户金许说：“我们如果到外面去打工呢，挣
的倒也是这点钱，但是我们家里有小孩，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坐在家里做
这个。”因此，家庭工业的收入是一个综合考虑了各种社会因素的结果。

（二）拿命在拼：家庭工业的劳动状态

家庭工业的劳动过程主要就是 “开机器”。所谓的 “开机器”是指工人随时关注
机器运作，排除机器故障以保证生产顺利进行。虽然机器已经实现了半自动化甚至
全自动化，出现类似 “断头”的故障会自动停机，但是停机以后仍然需要工人排除
故障重新启动机器。这个过程如果不及时，或者处理故障不当都会影响产量和质量。

按照当地织机户的说法，“做布都是细节问题”：牵经是不是对齐、接经丝接头是向
上还是向下、机器是不是精心保养都会影响家庭工业的效益。

潮镇织机户很多都在高强度地劳动，这样的生活坚持了近４０年。这个织机户的
日常生活和作息规律就是潮镇家庭织机户典型的生活方式：男主人凌晨４∶００睡觉，

上午１１∶００起床吃过饭开始整理布、送布、拿回丝线，吃过晚饭，晚上七八点上机
器织布。妻子凌晨４∶００起床，一直织布到晚上七八点，再休息到凌晨、接替男主
人。妻子白天还要看孩子、洗衣服、做饭。

家庭工业的日常劳动过程呈现出极高的劳动强度，用潮镇人一种略显夸张的说
法是 “拿命在拼”。首先 “拿命在拼”表现为工作时间长，家庭工业要想赚钱就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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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开工充足，织布机需要２４小时持续工作，而织布机只要开动就离不开人照管。织
机户是如何保障机器２４小时运转的？最为典型的方式就是家庭的夫妻分工，夫妻两

人两班倒。当地有个很形象的说法描述这种夫妻轮流倒班的工作状态——— “楼台

会”。所谓 “楼台会”就是夫妻二人围着家里的几台织布机轮班倒、连轴转，两个人

一天很少见面，只有半夜换班的时候在上下楼的楼道里睡眼惺忪地会个面。

其次 “拿命在拼”是指工作强度大。潮镇人普遍认为，一个人开两台织布机是

最好的。但是潮镇一般都是一个人管理三四台织布机，甚至有的管理多达６台剑杆

机。这种超常的劳动强度并没有牺牲产品质量，之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还能保证产品

质量，要归功于家庭劳动者超常的劳动强度和极为自律的劳动态度。

在过去近４０年间，潮镇家庭织机户一直延续这样的生活状态。国飞是福村的一

个织机户，他说 “你看我现在头发都白了，真的，一直都在拼，拿命在拼。我现在

工作，一天２４小时，就是一天到晚盯着。”国飞这样描绘自己过去几十年的生活状

态，“随时会被叫起来，２４小时待命，就像１１０一样”，而且经常在凌晨四五点钟，

在人最困的时候被叫起来修理机器。

那么，有雇工的家庭是不是劳动强度低一些？实际上，即使家里有雇工的家庭成
员也长期保持着 “拿命在拼”的状态。国强２０１９年经营了７台织布机 （平织机劳动强

度要低于提花机，因而能够照看７台），雇佣了一个３１岁江苏女性工人。他们的劳动

时间是： “工人从每天１４∶００开机器到凌晨２∶００；国强从凌晨２∶００开到凌晨

５∶００，然后７∶３０开始整布、送布，一直到下午才回来；妻子从７∶３０开到１４∶００”。

雇佣工人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工作强度。但对家庭工业来说，即使雇佣了工

人，也需要家庭成员亲力亲为。“开机器是个良心活”，老板不在工人肯定不会那么

及时地处理机器故障。此外，许多技术性工作比如修理机器、打样需要老板亲自处

理，“下面的人做不好的”。尤其是机器修理是保证家庭工业高效运转的关键，“什么

时候机器有问题都要起来弄”，需要家庭工厂主随时处于待命状态。

“拿命在拼”的劳动状态对于家纺产业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林杰是潮镇一个较为

成功的 “做布老板”，也是家纺协会 “新生代协会”副会长，他说 “人机料一体，人

第一”，意思是产品的质量和产量由人、机器和原料三个因素决定，但是人的因素又

是最主要的。一方面是机器有毛病了要停下，如果人不去及时处理就会影响产量和

质量；更重要的是，人还要主动去找毛病、处理这些问题，从而提高产品质量。

当问及人的因素具体是什么时，林杰及与他合作的一个家庭织机户都认为，“最

重要的是要勤奋”。对于外发订单的 “做布老板”来说，最看重的也是织机户的 “勤

奋”，勤奋是织机户的信誉保证，决定了加工户能否获得老板的信任从而获得稳定的

订单。在村中，谁家的加工质量好已被广泛传播，织机户也为此感到自豪。

我们看到，织机户以 “拿命在拼”的勤奋和自律投入工业生产中，其效率和质

量比工厂制的工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织机户的精神气质与韦伯笔下的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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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精神有明显不同。韦伯发现在资本主义合理劳动组织形成过程中，天命观念赋予
劳动过程必要的纪律，构成了生产管理的基础。企业主以永远得救的希望使雇工能
用苦行的精神专心致志于天命。① “好像劳动就是一种绝对自在目的或者一项天职”，

这种思想不能单凭高薪或者低薪直接刺激起来，相反它是 “长年累月的教育与社会
化的结果”。②那么，支持织机户保持这种勤奋和自律的精神动力是什么呢？

五、“滚起来”：家庭积累与产业升级

潮镇的家庭工业一直处于升级过程中，家庭经营的创新能力也是浙江块状产业
集群实现产业升级的基础。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潮镇纺织业就已用６２式 “铁木机”替代了老式手工丝织机。

６２式 “铁木机”也逐步改进，先后演化为Ｋ７４型、Ｋ８４型丝织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潮镇开始引入无梭织机 （剑杆机），为织造窗帘布又在剑杆机的基础上加装了提花设
备，这种提花剑杆机迅速成为潮镇家纺产业的主要生产设备。２００５年，剑杆机基本
上取代了Ｋ７４型、Ｋ８４型织机。２０１１年潮镇的生产设备主要为宽幅１．８米和宽幅

３．４米的剑杆无梭织机，正常可生产布艺９．６亿米／年。③ ２１世纪第一个１０年以后，

高速剑杆机、数码剑杆机大量进入潮镇家纺产业，２０１９年全镇拥有近２万台织布
机，其中数码织布机大概有５０００台。

机器升级换代的直接目的是满足产品升级的需要。早期的６２式 “铁木机”主要
用于织造丝绸被面，后来升级为Ｋ７４型、Ｋ８４型丝织机。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潮
镇转为生产窗帘布以后，这些机器虽然也可以用来织造窗帘布，但机器的宽幅只有

１．８米。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宽幅可以达到３．４米的剑杆机开始进入潮镇。在剑杆
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数码剑杆机则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能够织传
统机器无法织出来的高精密布和更多色彩的布 （最多能到１２色）。正是在机器不断
进步的基础上，潮镇家纺产业的织造工艺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机器升级提高了劳动效率，也在逐步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６２式、Ｋ７４型、

Ｋ８４型丝织机的自动化程度不高，机器出现故障不会自动停机，工人就必须毫不松
懈地巡视机器。从剑杆机开始就实现了半自动化，机器出现断线等故障后便自动停
机，极大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到数码剑杆机则实现了全自动化，“稍微有风吹过
纱线，它都会停下来，很敏感很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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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升级提高了家庭工业的效率和效益。第一是速度快，普通剑杆机每分钟可
以织９０梭，但是数码织机能够达到２００梭，这意味着产量的飞速提高。第二是机器

的故障率低、自动化程度高，一个劳动力可以照看更多机器，这也让潮镇家纺产业

有效应对了近年来的劳动力不足、招工难问题。第三是数码织机可以织出更高级的

产品，这也意味着能够拿到更多的加工费，提高了家庭织机户的效益。按照一个经

验丰富的做布老板国杰的估计，一台数码织机在效益上可以抵七台普通织机。

但机器升级也意味着需要极大增加资本投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家庭工业的

起步阶段，农民主要购买城市工厂淘汰的二手设备，一台机器也就几千块钱。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一台机器的成本已达到了１万元左右。２０００年以后家庭工业开始购买

新机器，这也增加了机器成本。２００５年，安装一台剑杆机的成本大概是３万多元，

差不多是剑杆机一年的纯收入。目前流行的数码织布机最便宜的要４０多万元，进口

的甚至需要１００多万元。

在农村普遍缺乏资金的情况下，机器升级换代所需要的资金来自哪里？早期的

纺织机器虽不贵，但也大大超出了一个家庭的承受能力，要依靠家庭联营的方式筹

集资金。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 “可以自己凑一部分了”，于是靠 “自我积累”加
“社会合作”的方式筹集机器购置费用。２０００年孙桥村孙姐购进了两台剑杆机，当

时价格是每台３．７万元，这笔机器购置费用的来源是，“自己出了一部分，跟她合作

的做布老板出了一部分”。这就是典型的自我积累和社会合作的模式。

本文重点讨论家庭内部积累资本的过程。笔者将家庭工厂资金积累和机器升级

的过程总结为 “滚起来”的过程。农户有很强的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赚了钱就用

于购买机器。很多家庭几乎都将所有的积累用于生产扩大，正如国飞所说的，“所有

的钱都投资了”，“拿命在拼”的辛苦钱基本上都是 “滚”进了家庭经营和生产扩大。

这也是 “拿命在拼”的一个重要内涵。

“滚起来”的过程是一个一边积累一边扩大和升级的过程。最为典型的形态就是

一户家庭描述的，“前几年机器少，挣不了那么多的钱，机器我们是一年一年地增

加，刚开始只能放两台，机器放不下的时候，就扩建 （房子）”。

在 “滚起来”的过程中，织机户始终保持着很强的自主性。虽然有老板出资为

织机户购买机器，但是老板并不是想通过 “纵向一体化”将织机户变成自己的生产

车间。这个过程一般被理解为，“钱归他 （老板）出，钱够了再还”。就如同孙姐家
通过一年劳动攒够了钱，第二年就将机器买下来了。

家庭经营 “滚起来”的过程进一步丰富了 “拿命在拼”的内涵，一方面，家庭

成员以极高的劳动强度、极为自律的劳动态度投入生产过程中；另一方面，潮镇的

家庭工业又呈现出很强的经营性，通过将近４０年的 “滚起来”，家庭工业积累了大

量的资本、提升了生产技术，也提高了经营效益。因此，这个 “拼”的过程有极强

的自主性，也呈现出很强的活力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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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式上，潮镇家庭经营 “拿命在拼”的劳动投入与 “过密化”状态下的农户

为了糊口而忍受高强度劳动并无差别。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

国农村家庭却爆发了强大的活力，在这个过程中，家庭不断积累资本实现进步和升

级。这个过程仅仅靠生存危机是无法解释的。当然，对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农民来

说，确实希望通过辛勤劳动解决温饱问题。然而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飞速发展，家

庭生活条件已经得到极大改善，但潮镇人的劳动强度和自律态度并没有随之改变。

因此，无论是 “过密化”的家庭经营还是当下块状产业集群中的家庭工业，“拿命在

拼”背后还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动力的支撑，正是拥有这种精神动力，家庭才可能抓

住时机爆发出活力和韧性。

六、家庭经营背后的家庭伦理

为何家庭织布工厂会 “拿命在拼”，并且将这种生活方式坚持了近４０年？其实，

织机户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觉得很累，许多织机户常说 “实在太累了”。要

理解织机户为何这么拼命，需要深入理解潮镇人的生活状态，更要深入理解潮镇的

家庭生活和背后的伦理如何影响了家庭经营。

（一）家庭生活与家庭经营

在田野调研中，有一种说法是 “拿命在拼”的状态与村庄中的互相攀比有关，

这种所谓 “村庄中的面子竞争”确实普遍存在于我国农村。① 村庄中的面子竞争表

现在很多方面，小到日常生活中抽什么烟、开什么车，大到村民的婚丧嫁娶，无不

处在基于村庄面子的 “攀比”中。也的确由于此种因素，迫使家庭不断加大劳动自

我开发程度。

然而，攀比的重要意涵是 “跟得上”，跟一个家庭是不是成功联系起来，“跟得

上”就是在 “过日子”而不是在 “混日子”。② 在潮镇，贫困户都用苹果手机，织机

户国飞说，“我微信都不会用，我也得用苹果手机”，苹果手机不仅是一个通讯工具，

更是 “跟得上别人”的标志。“潮镇的困难户不是吃不上饭，是跟不上人家，人家买

房买车他是买不起的”。“别人都有车，你没有”，基本上就是说你们家 “没有跟上别

人”，这样的家庭意味着在村庄中彻底失败。后果就是，这种家庭如果有儿子就基本

上没法在当地找对象了。就如同国飞说的，“最简单的，你有个儿子，十二三万一个

车子你说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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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村的国林和姐夫、表弟合伙办了一个家庭纺织厂，姐夫占２０％的股份。他们

一般不会年底分红，一直都是将收益不断 “滚起来”，不断投入经营中。但２０１９年

他们却从家庭织布厂拿出３５万元为姐夫的儿子买了一台奥迪牌汽车。因为姐夫儿子

２０岁了，他们都觉得应该给他买部车，“不然不好找女朋友”。

家庭一旦遇到儿女结婚，都会竭尽所能，也时刻在为此作准备。国飞说：“说了

你不相信的，（儿子结婚）没钱 （的人家）也要１００多万的。”织机户老董的一段话

最有代表性：我们问老董为什么如此 “拼命”，老董嘿嘿一笑：“没办法呀。家里开

支那么大，压力大啊。”“儿子还没有结婚，女儿还没有出嫁，人情往来开支又很

大。”按照潮镇的风俗，一般行情是定亲之前 “算八字要给女方十几万；定亲给三十

几万是平均的，六十几万、八十几万都是有的。这还没到结婚呢，结婚还需要黄金、

铂金、车子”。

子女婚事是村民 “攀比”的最主要内容，但是从个体主义视角出发无法理解村

庄中这种 “非理性”的面子竞争。结婚成本被逐步推高固然有婚姻市场竞争激烈的

因素，① 固然是基于村庄共同体面子竞争的后果，但是这个社会过程还有一个复杂

的家庭逻辑。② 即为什么结婚成本这么高，农民依然要参与婚姻市场的竞争？本质

上是因为儿子结婚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 “刚性”需求，是无法逃避的责任，之

所以要 “拿命去拼”正是说明了这个任务有着超越经济利益的价值考量。儿女和人

情构成了生命压力的来源，这些东西又反过来构成了生命意义的基础，这也是潮镇

家庭要 “拿命在拼”的重要原因。理解这一现象还需要进一步在家庭的代际关系中

去考虑。

（二）家庭代际关系与家庭经营

费孝通认为家庭的核心意涵是一个基于后代抚育和社会继替的制度安排。③ 无

论是从经验观察还是自身体验，子女作为父母生命的延续，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成

为家庭生活中非常核心的一部分，以至于家长常常说 “过日子就是为孩子过的”。④

这种代际观念也深刻影响了农户的经济活动，小农的生活逻辑围绕着家庭再生产，农

民的家庭经济安排有一定的规律性，就是他的经济活动所参考的家庭生命周期。⑤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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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父辈对子代的照顾和贡献是尽己所能，甚至是 “无所不用其极”。这反映了一种
与 “家本位”文化相联系的父母对子孙负责、在代际关系上向下倾斜的责任伦理。①

家庭延续在中国人的人生历程中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子女成家立业是一个父
亲完成 “人生任务”的重要标志。国飞说，“我现在干到５０岁了，儿子这一块儿弄
好了，就是成功的”。在国飞看来， “儿子弄好”的具体意涵就是，儿子成家立业，

就是 “我们帮你结婚结好，小孩子结婚结好，一般手头都有一笔钱的”。成家立业在
这里具体体现为两个要素：一个是儿子结婚；另一个是儿子手头有一笔钱，可以作
为下一代人的生活费用和产业发展的启动资金。完成了这个目标，就意味着自己可
以退休了。国飞说，“接下去他自己怎么活，不是我能掌握得了的，是他们夫妻两个
的事情了”。达成了这个目的，自己就相当于把接力棒交给了下一代人，而这一代人
的人生使命就完成了。

家庭延续的关键是人和财，子代结婚的过程，是彩礼和陪嫁过程中的资金流动，

也实现了财富的代际流动。按照潮镇的习俗，作为彩礼给女方的钱，在一般情况下
并不是被女方父母占有，而是以陪嫁的方式大部分或全部返回男方。如果女方家经
济条件很好，彩礼不但会全部返回婆家，娘家还会再加一笔钱作为嫁妆。但是这笔
钱完全由新婚夫妻支配，这就是新婚夫妻结婚以后 “一般手头都有一笔钱”的来源。

子代的结婚，意味着他们房子也有了，车子也有了，存款也有了。这就意味着 “成
家立业”了，意味着上一代人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任务。

潮镇人子女结婚的高成本并不意味着财富耗费，而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财富代
际传递的过程。这一过程中，虽然办酒席有炫耀性消费的成分，但 “拿命在拼”所
积累的大部分家庭财富经由这个过程 “滚”到了下一代，成为下一代奋斗的起点。

滋贺秀三认为在中国 “同居共财”是家的重要内涵，财产和家族人数同时增多起来
是家的荣耀，其反面则是家破人亡，即意味着家的败落。② 这样，家庭经营是为了
子女积累财富，积累的财富又通过代际更替不断 “滚起来”，家庭在这个过程中实现
了人和财的兴旺发达，中国人在此过程中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中国人往往在代际更替的思维框架中作出家庭决策。国飞计划在儿子３０岁时退
休，“我撑到儿子３０岁，还有７年，目前儿子２３岁，还没结婚。”国飞总是说自己太
累了，因为熬夜头发都白了。但是为何还要撑７年？因为他儿子还没有结婚，自己的
接力棒还没有传递给他。国杰在２０１８年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他在工业园区花了两千
万元购买了一处厂房。他坦言，如果仅是为了自己，他不会冒这么大风险，背负这么
大压力。他的儿子已经结婚了，孙女也上小学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完成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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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任务。但他之所以又在自己经营半辈子后投资这么多钱，冒如此大的风险，就是
“要给他 （儿子）安排一条出路，不然他怎么办？干什么呢？”

（三）家庭伦理的历史维度与现实观照

费孝通认为，“在农村工业化中，真正有活力的是家庭工业。我进一步想到中国

社会的生长力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我想是在世代之间联系的，一个

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耀宗族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① 在田野

调查中，一个织机户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我们这儿有句话叫，‘人情债，逼死

人’”。借别人钱还不上，还能想到跑路。但是面对人情的 “债”，却从来没有人想

到跑路，而一定要咬着牙硬抗下来。

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子女对于父母就像一笔逃不了的 “债”一样，一定要

还了才会安心。潘光旦说：“中国父母显然以儿女之事为一己之事，为一己欲望之一

部分，而不能不求满足者”，而这种内在的精神动力完全是 “情感的自然流露”，而

非 “西方的权利和责任观念”。② 这也正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最大的不同之处，只

有对儿女尽了责任才会心安。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认为中国人不是个体本位，家

庭中的个人是 “无我”的。③ 中国人的伦理中，“我”是融入在祖先和后代延续的历

史绵延中的，④ 只有在这个整体中才能有 “我”。这一点对于中国人而言或许是一个

不言自明的道理。

进一步，“拿命在拼”与中国传统精神一脉相承。近来，很多学者也开始从家庭

代际关系的 “行动伦理”⑤ 概念入手，分析中国家庭伦理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在传

统思想脉络中理解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儒家正是以

家庭伦理为起点建构了一整套认识和规范人与人关系的社会思想，这套社会思想是

顺着人的自然感觉走的，是顺应着中国乡土社会的人情世故，从草根文化习俗中生

长、提炼出来，又提升到 “圣贤”的高度。⑥ 仁和义是儒家伦理的核心概念，而仁

和义就生发于家内父子兄弟之间，所谓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

父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层，父亲对后代的慈，不仅是出于亲亲之爱，更是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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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宗族的重视，是出于宗族责任的生命意义。从父子关系经由亲亲、尊尊的推衍，

“承前续后”的人生就有了绵续的方向和路线。父亲对子女的慈背后有一种 “责任伦

理”的支撑，“有人生寄托的超验价值的意味，即将自己的生命意义寄托于子孙以求

绵续的意味”。①

结论与讨论

潮镇家庭工业的实践过程呈现了中国语境下家庭经营的逻辑。首先，家庭工业

呈现出 “拿命在拼”的劳动状态和劳动强度，但 “拿命在拼”并不能仅仅用生存压

力解释，因为家庭成员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之后依然如此。其次，家庭经营在

形式上与恰亚诺夫笔下的小农经济十分相似，家庭经济活动也受到家庭结构、家庭

生命周期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潮镇的家庭又始终是一个独立、理性的经营决策单

位，家庭通过 “滚起来”将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用于扩大产能和产业升级。

家庭经营的复杂逻辑呈现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这需要立足于中国历史传统和

文化观念生发本土社会学知识。杉原薰的 “勤劳革命”、徐勇的 “农民理性”都强调

了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勤劳的重要意义，但尚未深挖勤劳背后的历史传统和伦理内涵。

本文揭示的 “拿命在拼”，表明家庭成员除了承受很高的劳动强度，还具备极为自律

的劳动态度，同时家庭工业也呈现出较强的拼搏创新精神，可以放弃眼前享受，积

累资本实现产业升级。家庭经营的这种特点与我国几千年来家户制的社会结构有关，

但也不能忽视家庭观念的影响。虽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没有人与上帝的冲突，不

会产生体现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天职观念，② 但中国人仍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任劳任

怨地勤奋劳动，家庭是其强大的内在精神动力，“中国老百姓不舍昼夜地拼命干活，

其经济动力就在 ‘世代之间’”，③基于此，中国乡村能够克服资金、技术和区位等

各方面的劣势，在短时间内实现县域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 “以家为方法”理解中国社会转型，建构中国社会理论。

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尝试通过对个案的细致解剖，通过 “将心比心”式的理解，④

将中国语境下的家庭伦理与产业发展的关系 “合情合理”地展现出来。这种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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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中国家庭尤为重要，因为中国人的行动伦理具有 “感通”的特征，① 家庭伦理
的具体作用过程往往体现在人与人交往的细节中，也只有借助具体的事例、场景展
开分析，才能将社会要素和社会关联相互作用的过程 “激活”和呈现。② 分析这个
过程恰恰是个案研究的优势所在。

当然，家庭经营虽然在我国乡村产业体系中广泛存在，但其具体实践形式非常
多样，也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要达成对家庭经营的总体认识，还需要对不同区域、

不同产业的家庭经营的具体实践做更全面深入的研究，也需要在时间维度上进一步
动态考察家庭代际关系和家庭观念的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不试图直接用 “拿命在拼”的精神状态解释改革开放以
来的乡村工业化，而只是尝试呈现 “拿命在拼”这种精神风貌和背后的家庭伦理，

如何渗透到中国从小农经济到城乡一体化、工业化的转型过程中。实际上，无论是
在传统时期的半工半耕的家庭手工业，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乡镇企业，以及当下的
县域块状经济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精神力量的影子。

诚然，这种精神力量发挥作用、成长为县域产业集群，确实需要其他条件与之
配合。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和舆论引导，激发这种精神的积极成分，同时警
惕其可能存在的消极影响。但这种精神风貌及其背后的历史渊源无疑是中国经济和
社会韧性的基础，也是中国能够应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信心和底气。

〔责任编辑：李凌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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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家庭经营及其精神动力

①

②

参见周飞舟： 《行动伦理与 “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参见渠敬东：《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社会》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ｕｎｉｔｙ　ｉ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ｎｏ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ｓ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Ｚｈｏｕ　Ｄａｎ·１２８·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ｉｓ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Ｗｈｙ　ｃ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ｓｕｒｐａｓｓ　ｉ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ａｓ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ｏｒｍ　ｔａｋ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　ｓｉｄ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ｙ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ｌｅ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ｂｅｉｎｇ　ｓｕｃｋｅｄ　ｉｎｔｏ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　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ｌｙ　ｏｗｎ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　ａ　ｖｉａｂｌ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ａｏ　Ｔｏｗｎ，Ｈ　Ｃｉｔｙ，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ｕ　Ｗｅｉ·１４６·

Ｓｉ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ｉ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ｏａｄ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ｓｕｃｈ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ｉｓ　ａ
ｌｏ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ｔｈａｔ　ｍｅｒｉｔｓ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ｓｔｕｄｙ．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ａ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ｅｎ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ｕｎｉｔ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ｓ　ｉｔ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ｗｅａｌｔｈ　ｉｎｔ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ｅｖｉｎｃｅ　ａｄｏ　ｏｒ　ｄｉｅ＂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ｍｉｎｄ．Ｔｈｉｓ　ｉ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ｗｅａｋ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ｒａｃｌ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Ｃｈｉｎ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　 Ｚｈａｎｇ　Ｆａ·１６６·

Ｔｈｅ　ｒｉｃ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７０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